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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0 月，美国环境监管政策发生了标志性的政策

逆转。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推翻了拜登政府于 2024

年 5 月确立的严格限制铜冶炼厂排放的规定，并授予国内仅

存的两家大型铜冶炼厂为期两年的豁免权。这一举措绝非简

单的环保标准调整，实则是标志着美国在“矿产安全”旗帜

下，将地缘战略考量凌驾于环境与健康监管之上的明确信号。 

    一、美国环保政策反转的实质与边界 

    美国环保监管体系的构建，长期以来围绕“技术强制”

理念展开。1970 年通过的《清洁空气法》及其后续修正案，

授权国家环保局为各类污染源设立基于“最佳可行控制技

术”的排放标准。2024 年 5月由拜登政府最终确定的“铜企

业排放规则”正是这一逻辑的延续。该规则明确要求冶炼厂

对铅、砷、汞、苯和二噁英等有害空气污染物实施最严格的

控制。美国环保局的评估报告指出，全面执行该规则，可使

冶炼厂周边社区的砷排放减少 95%，铅排放减少 80%，预计

每年可避免数十例因污染导致的过早死亡及数百例呼吸道

疾病。 

    此次特朗普政府发布的豁免令，从根本上暂停了这一技

术强制规定的核心要求，精准作用于美国本土的初级铜冶炼

产能。豁免令的核心是授予自由港麦克莫兰公司运营的迈阿



密冶炼厂和力拓公司运营的犹他冶炼厂为期两年的“依法

豁免期”，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布的数据，这两家冶炼厂

是 2024 年美国仅存的正在运营的原生铜冶炼厂，合计贡献

了美国约 85%的精炼铜产量。这道豁免令意味着在 2027 年

10 月 24 日之前，两家企业无需遵守 2024 年规则中新增的最

严格排放限值。白宫发布的政策简报明确指出，此举是依据

《清洁空气法》中极为罕见的“总统豁免”条款，该条款仅

在“对国家安全或关键基础设施构成不可承受之风险”时

方可启用。 

白宫在宣布决定时强调，豁免“仅限于维持基本运营所

必需的技术环节”，企业仍需遵守豁免前的基础排放标准。

然而，环境保护组织的分析报告指出，所谓“基础标准”与

“新标准”在关键污染物（如二噁英）的限值上相差达一个

数量级，两年的豁免意味着周边社区将额外承受确定的健康

风险。这一政策转变的实质，是将铜冶炼产能从“需要被严

格监管的污染源”重新定义为“必须被保护的战略资产”。

监管的焦点从公众健康与环境保护悄然转向了产业链的韧

性与地缘政治诉求。 

    二、豁免背后的美国国内铜产业保护动机 

    特朗普政府此举的直接动机，是防止美国最后两家大型

铜冶炼厂在严苛的新规下停止运营。白宫政策声明中的担忧

具备明确的产业现实支撑，并非空穴来风。 

    首先，美国铜冶炼行业长期面临成本竞争与环保投入的

双重压力。据美国铜业发展协会 2024 年的行业评估，新建



一座达到“最佳可行技术”标准的现代化铜冶炼厂，资本支

出高达 25 亿至 30 亿美元；对于现有设施进行同等水平的技

术改造，成本也超过 10 亿美元。自由港麦克莫兰公司在 2024

年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中曾明确表示，若立即执行 2024

年标准，其迈阿密冶炼厂的合规成本将“危及该设施的长期

经济可行性”。国际铜业研究小组在 2025 年 4 月的报告中

指出，过去十年，全球已关闭的铜冶炼产能中，超过 60%与

无法承担日益高昂的环保合规成本直接相关。 

    其次，美国在精炼铜领域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已达到需

重点关注的水平。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布的数据，尽管美

国是重要的铜矿生产国，但其精炼铜的自给率已从 2000 年

的约 90%下降至 2024 年的不足 40%。大量铜精矿被出口至中

国、日本、智利等国进行冶炼加工，成品电解铜再进口回美

国。2024 年，美国净进口精炼铜达 90 万吨。美国能源部一

份内部备忘录警告，在电网升级、电动汽车和国防装备制造

需求激增的背景下，一旦本土冶炼厂关闭，这种依赖将“急

剧加深，并在危机时期构成不可接受的供应链脆弱性”。 

    最后，此项政策是特朗普政府将“铜”定义为关键材料

后的一系列连贯行动中的关键一环。2025 年 3月，特朗普签

署第 14121 号行政命令，正式将铜列入《国防生产法》第三

章所涵盖的“关键材料”清单。此后，美国商务部于 2025

年 6 月启动了针对铜进口的“232 条款”国家安全调查。调

查初步结论认为，外国政府对铜产业的大量补贴及其对全球

市场的支配，损害了美国生产商的利益，进而“威胁到国家



的经济安全和军事准备状态”。基于此，美国政府已于 2025

年 9 月宣布对部分进口铜及铜制品征收 50%的临时性国家安

全关税。此次给予冶炼厂两年豁免期，核心是为国内产业提

供政策过渡期，避免关税政策与严苛环保标准叠加实施，对

本就承压的本土企业形成过度冲击。 

    力拓公司的表态从侧面印证了行业内部的压力差异。力

拓发言人表示，由于其已投资近 8 亿美元用于升级犹他冶炼

厂的排放控制系统，新规的“潜在影响有限”。这反衬出自

由港麦克莫兰公司下属迈阿密冶炼厂面临的改造任务更为

艰巨，也说明了为何白宫在声明中特意指出“命令明确适用

于自由港麦克莫兰公司的设施”。此项政策的精准性恰恰反

映了其背后的产业保护主义本质——为最需要保护、也最具

关闭风险的产能提供定向纾困。 

    三、资源民族主义的兴起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构 

此次铜冶炼厂排放豁免政策并非孤立的国内产业举措，

而是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竞争加剧背景下，各国强化本土产

业保障趋势的一个具体体现，反映出国家产业安全考量对资

源产业监管逻辑的显著影响。 

    从全球范围看，控制关键矿产供应链已成为主要经济体

的核心战略。欧盟于 2023 年通过《关键原材料法案》，设

定了 2030 年前战略原材料开采、加工和回收的自给率目标。

2024 年，加拿大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下令数家中国公司剥

离其在加拿大关键矿产公司的投资。美国此次政策调整，是

这一全球产业政策趋势的延续，其特点是将产业支持措施与



国内环境监管弹性调整相结合，形成“对内松绑，对外设障”

的组合拳：对外以“国家安全”为由征收高额关税，设立贸

易壁垒；对内则以维持战略产业为由，暂缓环保成本内部化。

其目标明确，即在短期内迅速重建或巩固从采矿、冶炼到加

工的本土产业链条。 

    这一战略的核心驱动力是对“战略自主”的焦虑。因此，

维持美国本土仅存两座相对传统、环保标准稍低的冶炼厂的

正常运营，也被视为保有基础冶炼能力、技术工人队伍和未

来升级“火种”的必要代价。这反映出“理想环境标准”与

“基础工业能力存续”之间的战略权衡，而决策的天平明显

倒向了后者。 

    这种逻辑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标志着环境政策的价值排

序在国家战略中发生了位移。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美国的环

境监管体系，尤其是在《清洁空气法》的框架下，公众健康

与环境保护通常被赋予优先地位，经济成本是次要考量。而

此次决定，则建立了一个新的范式：当某项环境规制被认为

严重威胁到被定义为“关键国家安全利益”的特定产业时，

该规则可被暂时或部分搁置。这为未来的政策博弈开创了一

个先例。矿业、钢铁、化工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排放”基

础工业，都可能在未来援引此例，以“国家安全”和“供应

链韧性”为由，推动监管环境做出调整。 

    从更深层次看，此次政策调整是两种全球化逻辑冲突的

缩影。拜登政府 2024 年的严格规则，是基于“高水平共同

规则下的全球分工”理念，假设美国可以也应当坚持最高的



环保标准，通过贸易以全球市场为依托满足资源需求。而特

朗普政府此次的逆转，则是基于“大国竞争下产业本土保障”

理念，认为在关键领域可通过调整部分非核心标准（如国内

环保执行强度）以确保核心生存能力与独立性。白宫声明中

“削弱国家工业基础，破坏矿产独立性，并增加对境外控制

的加工能力的依赖”的表述，正是后一种逻辑的直接体现。 

综上，此次美国铜冶炼环保政策调整，标志着其在关键

矿产领域的战略优先级已明确向“本土基础产能存续与供应

链安全”倾斜，其权重超过了特定环保标准的短期严格执行。

此举以“国家安全”之名，开创了暂时搁置环境规制以保护

战略产业的先例，可能引发国内其他行业的效仿，加剧环保

与产业的政策张力。在全球层面，这一决策进一步推升了资

源民族主义的温度，加速了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集团化分割，

使得基于效率的全球资源网络不断受到侵蚀。铜冶炼厂排放

标准的变化，已成为大国博弈在美国国内政策“棋盘”上的

一个具体落子。 


